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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空分异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研究
———基于流通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杨守德，张天义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２８）

摘　要：研究测度了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４个都市圈的数字经济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水平，依据
测度结果分析了各都市圈数字经济时空分布特征，再选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链式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回

归模型多维度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流通增效和产

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数字经济始终通过产业结构升

级间接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但流通增效的间接促进作用却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时，流通效率负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当数字经济跨越第二级门槛以后，流通增效对都市圈一体化

的推动作用显著为正。并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中证明了门槛效应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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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１世纪区域一体化发展纵深推进，单一城市已经难以在区域间的经济博弈中取得优势。以大城
市为核心，连同周边辐射区域的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逐渐形成。打造现代化都市圈是提升中国城镇

化质量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但中国都市圈大多处于成长期和培育期，

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卫星城市的承接能力相对薄弱，中心城市尚未对卫星城市形成有效带动作用，也

没有搭建起常态化的协作机制，已成为现代化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桎梏。

近年来，数字和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新兴产业模式兴起，逐步构建了中国数字社会新形态。在新

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震荡的影响下，２０２０年中国数字经济仍呈现了９７％的强势增长，是ＧＤＰ增速
的３２倍多，对经济发展贡献率高达３８６％①。数字经济的崛起为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带来了绝佳的历

史性契机，切实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破除都市圈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充分关注都

市圈内部城市间包容性发展，对构建现代化区域发展体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有关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文献较少，涉及数字经济兴起驱动经济高质量（荆文君和

孙宝文，２０１９；赵涛等，２０２０；徐维祥等，２０２１）［１～３］、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数字技术对
产业结构升级和微观行业发展影响的过程和机制（刘淑春，２０１９；赵西三，２０１７）［４～５］的相关研究为本
文提供了良好借鉴。但目前有关数字经济驱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现有文献多

从省级和地级市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用与作用路径，很少有学者将数字经济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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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一体化发展联系在一起，从都市圈视角探讨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及作用路径的研究更是凤毛

麟角。鉴于此，本文在系统阐述数字经济赋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３４个都市圈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线性效应、非线性特征
和约束机制，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历次科学技术变革都会推动生产力的迭代升级。数字时代作为继农业、工业和互联网时代之后

的新纪元（裴长洪等，２０１８）［６］，所引发的信息化和智能化突变已逐步渗透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
域。数字经济强势崛起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贡献不容小觑，考虑到数字经济的高融合性、强外部性等

特征，本文从线性和非线性的多重层面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

而提出研究假设。

（一）基本影响机制及研究假设

途径一：直接传导机制，体现为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产生直接效应。

数字经济不断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同时凭借其高溢出效应提升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推进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程。具体表现为都市圈合理布局、经济密切联系和区域协调发展三个方面。首

先，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推动了全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新发展趋势，重构了传统

产业经济分工体系和布局模式，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转变（茶洪旺和左鹏飞，２０１７）［７］。经济活
动方式的转变推动了产业布局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实分散、虚集中”的新趋势（李晓华，２０２１）［８］，
使数字经济朝着都市圈合理布局目标稳步迈进。其次，数字经济助推区域经济联系愈加密切。近年

来，智能交通愈发完善、数字化物流体系越发完整，大大提升了都市圈内部城市间交流程度。物联网

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普及为智慧型都市圈的建设提供了可能，推动都市圈教育医疗、文娱旅游等资

源共享（王玉和张占斌，２０２１）［９］。最后，数字经济推动了都市圈协调发展。弱势地区的传统产业借助
智能制造等新兴科技推动了产业的数字化，不仅提高了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马中东和宁朝山，

２０２０）［１０］，还帮助劳动者摆脱了固化的重复性劳动。新生代数字化网络供应平台的熟练运用降低了
供应链和资源流动的边际成本（赵西三，２０１７）［５］，使中心城市过剩的生产要素及时流出，对于降低中
心城市首位度、缩小都市圈内部城市间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１：数字经济能够有效赋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途径二：间接传导机制，体现为数字经济发展引发流通效率变革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都市圈

一体化发展产生间接效应。

一方面，新兴数字信息技术为流通业的效率变革提供了重要契机。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中

的应用赋能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王玉和张占斌，２０２１）［９］，而以信息技术业为基础的流通产
业，已经深受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影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识别、选择、存储等技术的发展

和运用，显著推动了传统流通产业链的变革，商贸流通效率显著提升（唐红涛等，２０２１）［１１］。流
通数字化改造，不仅提升了产业间的产品流通速度，而且加强了产业间的关联协作能力，促进产

业链各环节技术的沉淀，进而推动都市圈经济资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

代数字信息技术能够有效转换高投入、高能耗、重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引领下，信息通信产业与其他产业联动发展，有效促成区域和产业间要素的合理配

置，从而解决供需不协调、非均衡问题。数字技术的应用衍生出新兴产业模式、新兴业态结构以

及大量的新产品和新服务（Ｂｏｕｎｃｋｅｎ等，２０１９；ＴｈｅｒｅｓａＥｃｋｅｒｔ和 ＳｔｅｆａｎＨüｓｉｇ，２０２１）［１２～１３］，不仅
加快了中国产业升级速度，也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产业升级是达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要路

径，已经成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流通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均是驱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路径。流

通能有效带动第二产业、反哺第一产业，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流通业与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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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联系还能间接加强区域内产业分工有效性（宋则等，２０１０）［１４］，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产生间接推
动作用。因此，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是都市圈内部一体化

协同发展的大势所趋。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２：流通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可能存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链式多重中介作用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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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链式中介模型

（二）非线性和异质性影响机制及研究假设

中国各省域数字经济水平呈现明显差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数字经济发

展初期，数字技术的研发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规模、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支持。发达

地区资金和数字人才相对充足，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落后地区可能因人力和资本约束陷入“区

域经济落后－数字经济滞后－经济增长缓慢”的恶性循环（杨文溥，２０２１）［１５］。同时凭借数字经济的
自我膨胀特征，先发优势对落后地区很可能形成技术性竞争壁垒（詹晓宁和欧阳永福，２０１８）［１６］。还
有学者表示，因为高投入成本的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可能不能显著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从而产生

生产率悖论现象（宋跃刚和郝夏珍，２０２２）［１７］，只有在数字经济逐渐成熟后，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
才更显著（赵涛等，２０２０）［２］。

不仅如此，滞后地区由于数字人才和信息技术的差异，无法充分利用数字红利，导致与前沿地区

的差距日益扩大（ＲｏｎｉａＨａｗａｓｈ和Ｇｕｅ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２０２０）［１８］。在初级，数字技术的运营成本很高，经济
效益和应用能力有限，创新发展受阻（闫俊周等，２０２１）［１９］，致使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使所有人均等
受益。当数字经济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梅特卡夫法则起效，各个产业应用数字技术的边际

成本将显著降低，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将显著提升。综上，数字经济可以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但

因其具有梅特卡夫法则和区域差异性等特征，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的影响可能并非简单线性关

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３：数字经济对邻近都市圈协同发展可能存在非线性和异质性影响。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计

１基础模型
为了研究数字经济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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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ｔ＝α＋βＤｉｇｉｔｉｔ＋δＸ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和ｔ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ｔ为被解释变量都市圈一体化水平，Ｄｉｇｉｔｉｔ为解释变
量数字经济发展程度，Ｘｉｔ为控制变量，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且服从独立同分布。
２中介效应模型
根据Ｂａｒｏｎ和Ｋｅｎｎｙ（１９８６）［２０］的研究思路，对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设计如下：
首先，考察数字经济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流通增效的中介效应：

Ｔｅｆｆｃｈｉｔ＝α＋βＤｉｇｉｔｉｔ＋δＸｉｔ＋εｉｔ （２）
其次，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流通增效的中介效应：

ＬＳｉｔ＝α＋β１Ｔｅｆｆｃｈｉｔ＋β２Ｄｉｇｉｔｉｔ＋δＸｉｔ＋εｉｔ （３）
最后，考察数字经济、流通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效果：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ｔ＝α＋β１ＬＳｉｔ＋β２Ｔｅｆｆｃｈｉｔ＋β３Ｄｉｇｉｔｉｔ＋δＸｉｔ＋εｉｔ （４）
３门槛效应模型
根据研究假设，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可能并非仅存在简单的线性影响。现有学

者在探讨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时通常选用引入解释变量二次项的方法，与解释变量本身共同刻画与

被解释变量之间的 Ｕ型或倒 Ｕ型关系。而 Ｕ型关系隐含的基本假设是在最优值前后两者之间的作
用效果是对称的，这一底层假设是否符合现实情况尚待商榷。门限回归是在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变

量之间寻找门限变量，再基于对样本数据的自动识别来估计门限值和确定模型特征，更科学地捕捉模

型中因结构突变而产生的非线性关系，并验证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借鉴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２１］的思路，具体门限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ｔ＝α＋β１ＬＳ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γ１）＋β２ＬＳ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γ１）＋δＸｉｔ＋εｉｔ （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ｔ＝α＋β１Ｔｅｆｆｃｈ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γ１）＋β２Ｔｅｆｆｃｈ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γ１）＋δＸｉｔ＋εｉｔ （６）
（二）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１被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水平（Ｄｉｇｉｔ）
通过梳理及归纳前人评价指标构建思路，尝试通过选取数字基础设施（Ｉｎｆｒ）、数字产业发展（Ｉｎ

ｄｕ）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Ｄｉｆｉ）三个维度测度中国各都市圈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数字基础设施是
数字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底层架构，因其交叉网络的正反馈效应（Ｓｔｉｒｏｈ，２００２）［２２］，用户数量的多少决
定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数字产业发展是数字经济的动力之源，当下最为活跃的就是互联网产业

和电信产业，因此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转件业从业人数占比以及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方面衡量。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赵涛等，２０２０）［２］，线上交易和普惠金融早已成为数
字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具体指标详见表１。

表１　数字经济与都市圈协调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数字经济

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

宽带互联网基础 每万人中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户）

移动互联网基础 每万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户）

电信产业发展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元）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占比

覆盖广度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使用深度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数字化程度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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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都市圈

一体化

空间布局

经济联系

区域协调

产业空间分散度指数 ＳＰ＝Ｃ
∑ｎ

ｉ＝１∑
ｎ

ｊ＝１
（ＳｉｋＳｊｋδｉ，ｊ）

１＋２＋… ＋（ｎ－１）

行业分工指数

ＦＳ＝

　
∑ｎ

ｉ＝１
Ｌｉｍ

∑ｎ

ｉ＝１
Ｌｉｐ
　

Ｌｍ／Ｌｐ
都市圈经济密度 城市群人均ＧＤＰ与地均ＧＤＰ之积的平方根

中心城市辐射能力 Ｆ＝Ｎ×Ｅ

空间相互作用指数 Ｉ＝
∑ｎ

ｉ，ｈ＝１
（ ｐｉ·ＧＤＰ槡 ｉ× ｐｈ·ＧＤＰ槡 ｈ）Ｄ

２
ｉｈ

１＋２＋… ＋（ｎ－１）

要素流通程度 都市圈客流量和货流量之积的平方根

中心城市首位度 人口首位度与经济首位度之积的平方根

城市间差异 ＣＶ＝ １
ＰＧＤＰ ∑

ｎ

ｉ＝１
（ＰＧＤＰｉ－ＰＧＤＰ）

２

槡 ／ｎ

经济稳定 城镇调查失业率

产业结构合理化
ＴＬ＝ １

∑ｎ

ｉ＝１

Ｙｉ
Ｙｌｎ

Ｙｉ
Ｌｉ
／Ｙ( )Ｌ

２解释变量：都市圈一体化水平（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都市圈规划的意义在于变都市的吸引力为辐射力、变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以实现城市间组团发

展优势互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不仅需要都市圈内部存在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较小的发展差距，还需

要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整个区域产生涓滴效应。因此，本文从空间布局、经济联系

和区域协调三个方面同样采用熵值法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行测度。都市圈空间布局反映了都市圈

空间布局的合理化程度，是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体现，选用第三产业分散度指数（范剑勇，

２００４）［２３］、行业分工指数（Ｄｕｒａｎｔｏｎ和Ｐｕｇａ，２００５；赵勇和白永秀，２０１２）［２４～２５］和都市圈经济密度（李辉
和洪扬，２０１８）［２６］表示。都市圈经济联系反映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能力，是都市圈一体
化发展的关键，选用中心城市辐射能力（陈园园等，２０１１）［２７］、空间相互作用指数（方创琳等，２００８）［２８］

和要素流通程度来表示。都市圈区域协调是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选用都市圈中心城市首

位度、城市间差异、经济稳定状况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干春晖等，２０１１）［２９］来表示。
３中介变量
（１）流通效率（Ｔｅｆｆｃｈ）。借鉴王晓东和王诗

!

（２０１６）［３０］、唐红涛等（２０２１）［１１］学者思路，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算流通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因为大多数地级市尚未完全统计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业销售额，且流通产业的最终产出为零售环节的销售，故选用各都市圈的社会零售品总额之和衡

量流通业产出水平；选用各都市圈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个行

业的年末从业人员总数衡量劳动投入水平；采用永续盘存法（选取２０１０年为基年）计算各都市圈的资
本存量衡量资本投入。

（２）产业结构升级（ＴＳ）。依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升级是指产业结构形态由低层次向
高层次演进的过程或趋势，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主导地位和基础作用无法替代（李钢

等，２０１１）［３１］，虽然在都市圈中心城市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乏力，但仍然是推动都
市圈周边卫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借鉴范方志和张立军（２００３）［３２］、孙晶和李涵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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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３３］等学者观点，选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与ＧＤＰ比值衡量。
４控制变量
选取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都市圈财政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差异系数衡量政府支出差异

（Ｇｏｖ）；都市圈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差异系数衡量金融业发展差异程度（Ｆｉｎａ）；都
市圈财政科学与教育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差异系数衡量科教基础的差异系数（Ｓｃｉｅ）；都市圈进出
口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差异系数衡量对外开放水平的差异程度（Ｏｐｅｎ）。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都市圈，都市圈范围界定借鉴《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和各地都市圈发展规划，最终选取了３４个都市圈，形成了３０６个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所使用
的数据大多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自《北京大

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报告，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使用百度地图测算，部分指标数据则根

据上述数据进行加工整理计算得到，少数缺失值通过查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运用

插值法、相邻平均值法填充。各指标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０２１５１ ００８０５ ０１２２１ ０５９７１ ３０６

解释变量 Ｄｉｄｉｔ ０３１０６ ０１４８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７７９５ ３０６

中介变量
Ｔｅｆｆｃｈ ０９５６３ ０２２８５ ０１９７０ ２５２９０ ３０６

ＴＳ ０９２８１ ００３４７ ０７８９３ ０９８７９ ３０６

控制变量

Ｇｏｖ ０２５０４ ０１５１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７２４７ ３０６
Ｆｉｎａ ０２６７６ ０１０７０ ０００７７ ０５５５３ ３０６
Ｓｃｉｅ ０２４１２ ０１４４９ ０００３３ ０８７００ ３０６
Ｏｐｅｎ ０５００８ ０３５１５ ０００９３ ２３４３４ ３０６

四、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和分布动态

采用全局熵值法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后，分别计算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情况、数字
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评价值，在此基础上获取近９年中国３４个都市圈数字经济
发展情况，选取历年各都市圈评价结果平均值，以反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数字基础设施情况 数字产业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程度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２０１１ ０１６８９ ００９９３ ０１０９１ ０１２０９

２０１２ ０１８７８ ０１１５５ ０２６６６ ０１８０６

２０１３ ０２１６４ ０１７２６ ０４２７０ ０２６１３

２０１４ ０２３９１ ０１７１０ ０４６０７ ０２７６９

２０１５ ０２４２２ ０１７９６ ０５９６１ ０３２２４

２０１６ ０２６７６ ０１７８０ ０６８２３ ０３５４６

２０１７ ０３００２ ０１８７９ ０７７７４ ０３９６４

２０１８ ０３４３０ ０２０６５ ０８１５０ ０４２７２

２０１９ ０３５６５ ０２３３４ ０８５５６ ０４５４７

权重 ０２６７３ ０４３００ ０３０２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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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基础设施情况在样本期内逐年改善，但上升幅度不尽人意。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
量固定资本投入，在大多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因资金缺乏，数字设施建设困难。但值得注意的

是，互联网用户数量是数字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最基本要素，用户数量的多少决定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潜

力。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数字基础设施稳步积累，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１５年城市网民用户逐
渐见顶，网民增长速度减缓，而２０１５年以后互联网下沉趋势迅猛，农村网民规模迅速扩大，为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数字产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整体呈现向好态势。提升速度与数字经

济发展指数相似，权重最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

和主要目标。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幅度也较快。近年来中国对数字普惠金融给予了大力支持，加上金

融行业的虚拟性特征，它与数字经济融合度较高、发展更快。但测度结果显示近两年数字普惠金融增

速明显放缓。说明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支持程度已经

相对成熟，欲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只能从其使用深度着手，持续缩小地区间差距。

综合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由快速上升转向缓慢增长的态势。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间，物
联网、大数据、５Ｇ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了数字经济的研发与应用，同时数字消费也呈现井喷式增
长，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２０１８年以后数字消费规模扩张困难，且现有存
量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增量市场难以为继，新的市场增长空间发展受限，致使数字经济增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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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分年度各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序

图２将３４个都市圈按所选年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平均值由大到小排列并进行三等分，深
圳、上海、苏锡常、宁波、杭州、厦漳泉、北京、南京、福州和青岛等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圈处于第一梯队，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始终领先。成都、郑州、呼和浩特、大连、武汉、银川、太原、昆明、沈阳、西宁和西安

都市圈处于第二梯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波动较大。长沙、济南、重庆、兰州、合肥、石家庄、长春、哈尔

滨、徐州、南昌、贵阳和南宁都市圈位于第三梯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不容乐观。从分年度各都市

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序结果来看，成都、武汉、西宁和兰州都市圈虽坐落于西部地区，近年来得到国

家的大力支持，数字经济发展逐渐向好。郑州都市圈在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战略和地方政府的鼎

力支持下，依托重点园区助推交通物流、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迅猛发展，中部地区数字“第一城”目标

日渐达成。而位于东北地区的哈尔滨、沈阳、大连都市圈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较少、人才

吸引力不强等原因致使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大幅下降趋势。从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发展具

有强烈的相关性和趋同性，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网络基

础，因而存在“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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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经济对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

（一）基准回归分析

依据公式（１），先选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回归，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中
（１）列所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假设 Ｈ１得到初步检验。为了使研
究成果更加稳健，加入了控制变量，同时为了预防潜在的非观测因素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分别

对时点效应、固定个体效应和双固定效应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４中（２）～（５）列，结果
发现回归结果依然为正且通过１％的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也逐渐提升，即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
体化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说 Ｈ１得到充分验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了有关数字经济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

进一步将数字经济评价的一级指标细化回归，结果见表 ４中（６）列。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基
础设施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与都市圈

一体化发展呈显著的的正相关关系。因为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消耗较大固定成本，而欠发达

地区的区域发展基础较差，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受到技术障碍，导致数字基础设施虽能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但稳健性欠佳。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特别是新一代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内涵的数字经济成熟运用，推动了全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新发展

趋势，也使得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通共享。因此数字产业化发展以及数字普惠金

融的使用能显著推动都市圈一体化进程。

表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模型１（３） 模型１（４） 模型１（５） 模型１（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
０３７１

（００３３６）
０３８１

（００３４０）
０５９７

（００５６２）
０２１７

（００２２２）
０２７２

（００７３１）

Ｉｎｆｒ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４０２）

Ｉｎｄｕ
０１６１

（００３９７）

Ｄｉｆｉ
５１４７

（１５９２３）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１００

（０００８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２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８６９

（００３２９）

区域固定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调整Ｒ２ ０４６７３ ０４８７７ ０５９６２ ０９１４４ ０９１６１ ０９２６９

　　注：、分别表示１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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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估计

１内生性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改造流通结构与创新流通业态，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都市圈内部一体化发展，

但都市圈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也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更扎实的根基。为缓解反向因果而产生

的内生性，选取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和省域内除都市圈以外其他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值的滞

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利用２ＳＬＳ方法对模型１重新估计，结果见表５中（１）～（２）列。
此外，为进一步减缓内生性，将解释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即上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政府支出差距、金融业发展差距、科学教育差距和对外开放差距指标对当期都市圈一体化指数进

行回归，进一步降低反向因果，结果见表５中（３）列。考虑到使用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是较为单一的
评价指标，而影响都市圈一体化的因素众多，在回归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未被考虑的因素被包括在误

差项中而出现内生性，在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都市圈一体化的滞后一期

（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加入模型中进行ＧＭＭ广义矩估计，削弱未被考虑因素对模型的干扰，结果见表５中
（４）列。从内生性检验结论可知，数字经济始终显著正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各变量系数数值大
小虽有区别，但和前文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基本无差异。

表５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１） 工具变量（２） 滞后一期（３） ＧＭＭ（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０６９３６

（０１２４４）

Ｄｉｇｉｔ
０５９２５

（０１２１８）
０４３５８

（０１２６２）
０１３１２

（００４９８）

ＬＤｉｇｉｔ
０３２９１

（００７０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３７０）

０７５９３
（００３１６）

０１１２６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２５７）

区域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２７２ ２７２ ２７２ ２７２

调整Ｒ２ ０９１５２ ０９２９１ ０９４４１ ０９６２５

ＬＭ（Ｐ值）
２７２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０７
（０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 ９１５８５ ２６５２４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继续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变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计

算方法，重新选用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各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结果见表６中（１）列。二是替
换被解释变量，借鉴闫涛等（２０１９）［３４］的观点，选用城市间经济发展差异系数（Ｄｉｆｆｅｒ）衡量区域一体化
程度，结果见表６中（２）列。三是删除极端值，因为西宁都市圈、重庆都市圈以及宁波都市圈仅包括两
个城市，尚未能较好衡量城市间协作能力，给予剔除后重新回归估计的结果见表６中（３）列。最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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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因变量波动较大和存在异常值造成回归结果偏误，对所有变量进行１％缩尾处理，回归结果见表
６中（４）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关系依旧显著，证明前文
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６　稳健性分析结果

变量
变更计算方法 替换被解释变量 删除极端值 １％缩尾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１） Ｄｉｆｆｅｒ（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４）

Ｄｉｇｉｔ
－０１３７９

（００３１１）
０３３６８

（００８３０）
０２６５９

（００８６１）

Ｄｉｇｉｔ２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１２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２０５４

（００４１０）
０４５１３

（０１０５６）
００９２８

（００３２５）
００９５１

（００３３０）

区域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０６ ３０６ ２７９ ３０６

调整Ｒ２ ０８５５０ ０７８２７ ０９３６５ ０９３１５

　　注：、分别表示１０％、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

（三）内在机制检验

前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流通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可能传导机制，并进一

步提出流通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可能存在的链式多重中介效果。为验证这些假

设，进一步选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表７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政府参与程度、
金融业发展水平、科教基础建设和对外开放水平以后，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进

一步证明假设Ｈ１成立。

表７　流通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ｆｐ Ｔ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
０３８１

（００３４０）
０５６７

（００８１２）
０１２４

（００１１７）
０３２９

（００３４１）

Ｔｆｐ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１２３）

ＴＳ
０７２９

（０１１１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２７）
０７８０

（００４２７）
０９１３

（０００８０）
－０４９８

（００９９６）

样本量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３０６

调整Ｒ２ ０４８７７ ０１０１２ ０４３６６ ０５７５６

　　注：、分别表示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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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表７回归结果进一步进行效应分析过程汇总，考察流通增效、产业结构升级的链式中介
效应，汇总结果见表８。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控制之后，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直接效应
为０３２９１，总效用为０３８１１，中介效用占比１３６３％。通过各间接路径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正向
流通增效（ｒ＝０５６７２，ｐ＜００００１）和产业结构升级（ｒ＝０１１４５，ｐ＜００００１），产业结构升级也
显著正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水平（ｒ＝０７９０８，ｐ＜００００１），说明数字经济利用数字技术与各领
域间深度融合，创新多元产业主体间的协作机制，促进产业间协调发展，进而显著提升都市圈一

体化程度，这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一致。但流通效率却显著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都市圈

一体化水平（ｒ＝－００１６３，ｐ＜００１７０；ｒ＝－００６７５，ｐ＝００００１）。这可能是由于数字经济对流
通产业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传统流通产业的环节和渠道存在刚性，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

数字技术对流通业实体的渗透性不足，融合性较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流通效率的攀

升，但这种与数字经济融合度较低的流通产业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尚未有效

释放。

表８　效应分析过程汇总

效应 路径 效应值 ＢｏｏｔＳＥ Ｔ值 Ｐ值 ９５％置信区间

直接效应 数字经济→都市圈一体化 ０３２９１ ００３４１ ９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１９，０３９６３）

间接效应

数字经济→流通增效 ０５６７２ ００８１２ ６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０７４，０７２７１）

流通增效→都市圈一体化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１４７ －４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９６４，－００３８５）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０１１４５ ０００８５ １３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７７，０１３１３）

产业结构升级→都市圈一体化 ０７９０８ ０１１６９ ６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６０６，１０２０９）

流通增效→产业结构升级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６９ －２３４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２６）

总效应 数字经济→都市圈一体化 ０３８１１ ００３４０ １１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１４１，０４４８０）

表９　中介效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与Ｓｏｂｅｌ检验

路径 间接效应 ＢｏｏｔＳＥ ９５％置信区间
中介效应

占比（％）
Ｓｏｂｅｌ（Ｐ） 判断

数字经济→流通增效→都市圈一体化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５４） －１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是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都市圈一体化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６４４，０１２２０） ２３７６％ ０００００ 是

数字经济→流通增效→产业结构升级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２８５，－０００１２） －１０８８％ ００１８９ 是

数字经济→流通增效→
产业结构升级→都市圈一体化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３１８，－０００１６） －１９２％ — 是

为增强中介效应分析可靠性，选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和Ｓｏｂｅｌ检验验证流通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链
式双重中介效应的稳健性，结果见表９。链式中介效应路径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３１８，－０００１６），不包
括０，链式中介效应路径存在，假设 Ｈ２成立。流通增效在数字经济发展与都市圈一体化程度之间的
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６１１，－００１５４），占总效应比重为－１００４％，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
经济发展与都市圈一体化程度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为（００６４４，０１２２０），占总效应比重为
２３７６％，高于流通增效的中介作用。流通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与都市圈一体化程度
之间的中介效应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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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链式中介模型

（四）进一步分析

１门槛效应
前文依据理论分析和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推测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关

系。为检验其准确性，将数字经济作为门限变量，流通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受门限变量影响的核心

解释变量，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影响都市圈一体化的具体路径。

表１０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变量

模型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ｆｆｃｈ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０２３２５）
－０２１２

（０００９５）
ＬＳ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０２３２５）

０３６２

（０１８６２）

Ｔｅｆｆｃｈｉｔ×Ｉ（０２３２５＜Ｄｉｇｉｔｉｔ≤０３７４５）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７４） ＬＳｉｔ×Ｉ（０２３２５＜Ｄｉｇｉｔｉｔ≤０３７４５）

０３７８

（０１８４８）

Ｔｅｆｆｃｈ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０３７４５）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０７９）
ＬＳｉｔ×Ｉ（Ｄｉｇｉｔｉｔ＞０３７４５）

０４３３

（０１８３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２１７

（００２５２）
常数项

－０１４００
（０１７２４）

样本量 ３０６ 样本量 ３０６

调整Ｒ２ ０３１７４ 调整Ｒ２ ０３６１９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

根据表１０结果可知，在流通效率为内生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存在双重门槛，
门槛值为０２３２５和０３７４５。当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低于０２３２５时，回归系数为 －０２１２，数字经济显
著抑制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说明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技术缓慢渗透到传统流通环节，转变了传

统流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传统流通行业发展受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都市圈一体化进

程，也可能限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０２３２５和０３７４５之间时，数字经
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已经由抑制转为促进，数字经济开始正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但缺

乏显著性。此时流通产业可能仍旧是被动接受数字技术的渗入，流通效率优势尚未有效发挥。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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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０３７４５时，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每提高
１％，都市圈一体化程度提升０２１７个百分点。通过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０３７４５代表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已处于相对较高水平，此时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其规模效应和智能化优势逐步显

露。尤其是在电子商务等流通行业，去中心化效应的正向优势已经凸显，不仅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调整，还能有效促进都市圈的一体化融合发展。上述分析也充分证实了前文中介检验过程中流通

增效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和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对产业结构升级而言，同样存在双重门槛且门限值与流通效率做内生变量时相同。不同的是，随

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也愈发强烈，当数字经济

低于第一个门限值时，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的影响系数为０３６２，当数字经济处于两门限值中间
和高于第二门限值时，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的影响分别为０３７８和０４３３，说明随着数字经济水
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利用数字技术促使第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最终实现都市圈的

一体化发展。至此门槛效应假设得到验证。

２异质性分析
考虑数字经济的区域分布差异特征，将３４个都市圈按照前文划分的三个梯队分别进行固定效应

模型的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异质性现象。

根据表１１回归结果可知，不同等级的数字经济水平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在第一、二梯队，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而在第三梯队呈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表

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对都市圈一体化的推动作用越强，而在数字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由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晚，资金和智力支持也相对不足，导致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程度相对较低，

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驱动效应并没有得到体现。但不能忽视第三梯队的后发优势，通常第

三梯队的实体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而不依赖实体产业的数字经济在此区域可能受到更少的制约，更

有可能从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受益，产生后发优势。

表１１　数字经济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
０２９３

（００３６８）
０１５２

（００８４８）
－０２２８
（０１８９２）

Ｔｅｆｆｃｈ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９２）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７８）

ＬＳ
２４９０

（０８４８３）
１１４８

（０３５９８）
０５７９

（０１９７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２０９
（０１１７８）

－２１８６

（０８２５９）
０１２２

（００４１２）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９９）
－０９２７

（０３４３２）
０２２５

（００３４２）
０２１４

（００３０５）
－０２４１０
（０１８９７）

区域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样本量 ９９ ９９ ９９ ９９ ９９ ９９ １０８ １０８ １０８

调整Ｒ２ ０９０８６ ０８１９６ ０８０１７ ０７９５２ ０７９２１ ０８２６１ ０７１５２ ０７２１３ ０４９９２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表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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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间接效应分析中可以发现，第一梯队的流通增效能显著促进

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但第二、三梯队的流通增效显著抑制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与前文门槛效应分析结

果一致，充分证明了前文门槛效应的合理性。说明只有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都市圈，数字经济

才能通过提升流通效率进而促进都市圈一体化。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效

果趋同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强烈正相关。由此可以得出，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都市圈一体化

发展，但这种驱动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区域异质性假设得到验证。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假设，从都市圈视角切入，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

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推动效果和驱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直接促进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且流通增效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存

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第二，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

定水平后，流通增效对都市圈一体化的推动由负向转为正向，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产

业结构升级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促进效果也越来越大。

第三，通过对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分

析结果相同。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都市圈一体化的推动效果越好，而在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经济不能有效推动都市圈一体化。进一步选取多种内生性处理方法

以及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之后，主要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二）研究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差别化、动态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扶持

力度，促进各生产要素回流。完善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营造优良发展环境。持续加强政府在数字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补齐中、西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短板。落后地区也应乘势而

上，积极主动利用前沿智能化、数字化等信息技术，促进传统经济的发展，建立起落后地区数字经济发

展的后发优势，推动其整个区域一体化。

第二，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渗透性、协同性，促进流通产业与数字技术有效融合。提升流通产业

的科技含量，快速推动传统流通产业数字化转型。各传统流通部门也要积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从被动接受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转向主动出击，适应新型流通环节，利用新型流通渠道，提升资源配

置效率，提高流通产业效率，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第三，通过对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统筹人工智能、５Ｇ网络等领
域基础设施合理布局和科学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关键作用。同时，都市圈中

心城市要厚植发展优势，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实现都市圈中心城市产

业数字化升级改造。培育都市圈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增长极的同时，还要有效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通

过产业链联动等方式引导过剩资本向边缘落后城市流动，让数字经济成为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协调发

展的驱动力。

第四，注重数字人才培养和相关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发达地区要充分利用其科技、教育以

及资本优势，加大高校和企业科学研发支持力度，积极引进国外数字科技人才，攻克数字经济发展所

需的核心技术，积极开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模板，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

产业的有效融合。还要消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现实障碍，防范人才、资本向中心城市过度集聚，从

顶层设计角度统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设计差异化的人力和资本分布结构，根

据各都市圈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匹配资本，进一步缩小都市圈内部差距，实现都市圈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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